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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凝聚的测量:

深圳社会质量调查数据与分析
*

武艳华 黄云凌 徐延辉

［提 要］本文立足于沃尔夫冈·贝克等人的社会质量理论，借鉴和调整了艾伦·沃克的指标体系，

用以探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会凝聚状况，并据此评估转型期的社会质量。研究表明: 我国

城市社会凝聚总体水平不高，且存在明显的阶层、城乡和代际差异。低收入阶层、农村人口和年轻人

的社会资本、社会参与、利他意愿及社区认同普遍偏低。因此，当前政府应调整资源分配机制，促进

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提升社会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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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严重的失业和贫困问题，让新自由主义思想备受质疑，并引发了各界
对发展问题的大讨论。20 世纪 90 年代，学界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发展观，强调各国家和地区应该
从纯粹的经济发展转向更为综合的社会发展，寻求社会质量 ( Social Quality) 的全面提升。社会
质量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视角，强调以人为本，以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为重点，注重参与赋权和良

好社会关系的构建，恰好为我国政策调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标准和参照。而社会凝聚作为社
会质量的四大要素之一，更是衡量社会稳定和团结的重要指标。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质量理论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欧洲举办的一系列科学和政策导向的会议，是对欧洲
大陆新自由主义经济趋势的一种回应。作为一个指涉人们日常生活质量的综合性视角，社会质量
理论为决策者和民众提供了一个理解社会变迁及评估国家政策的有效工具①。根据欧洲学者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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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社会质量是指民众在提升他们的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经济与
文化生活的程度”②。一般来说，社会质量内涵包括: 社会经济安全、社会凝聚、社会融合、社
会赋权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相互结合，共同决定社会质量的发展方向。作为其组成部分之一的
社会凝聚，近些年来备受关注。

关于社会凝聚，国际理论界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和指标体系。社会凝聚最初源于法国社
会学家迪尔凯姆的研究，他将社会凝聚当作一个社会的秩序特征，认为共享价值与社会分工是社

会团结与秩序的基础。随后，一些社会心理学家从个体、群体及环境角度对社会凝聚进行了探
讨，他们认为: 当群体层面的环境 ( 如: 社会网络等) 导致积极的个体态度与行为以及当个体

成员之间的互动足以维持这种群体环境时，群体凝聚力就产生了③。费斯汀格 ( Festinger，1950)

认为社会凝聚就是个体的态度与行为，是个体成员保持群体身份、成员资格的力量集合④。加拿
大社会理论家詹逊将凝聚型社会描述为各个群体都能感受到 “归属感、参与、融入、认同及合
法性”的社会⑤。他将社会凝聚分为以下几个维度: 社会资本、共同价值与文化、社会秩序、社
会团结及归属感等。在陈等人的理论中，社会凝聚被定义为: 一系列关于社会成员间横向与纵向
互动的事件集合，主要由态度和规范构成，包括信任、归属感、参与和互惠意愿及相关行为⑥。

如今，随着世界发展模式的转型和社会政策浪潮的兴起，社会凝聚作为一个政策视角与实践

工具，逐渐引起各国家和地区联盟的关注。国家层面上，加拿大政府和英国自由党主要关注社会
凝聚相关问题，尤其是移民的社会融入。加拿大社会发展委员会在针对移民的研究中，将社会凝
聚定义为基于信任、希望与互惠基础上的，社会培育公共价值、共享挑战及平等机会的过程⑦。

地区联盟层面上，欧洲委员会主张将欧盟的经济社会凝聚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并从更宽泛的角

度将凝聚分为: 民主凝聚、社会凝聚及文化凝聚。欧盟认为社会凝聚是建立在社会团结基础上
的，社会团结则被包含在普遍社会保护、应对市场失灵机制及对话系统里⑧。相对于加拿大研究
中对共享公民权的关注，欧洲更加强调社会凝聚在应对经济社会排斥及权利缺失 ( rights deficit)

上的作用。

可见，社会凝聚本质上是一个与社会信任及社会资本相关的问题，旨在考察一个社会的社会

关系在何种程度上能保有整体性和维系基本价值规范，以整合个人、群体和社区，最大限度地减
少社会排斥和分化。现阶段，依托社会质量理论来考察社会凝聚的实证研究不多，因此，本文以
艾伦． 沃克 ( Alan Walker) 社会凝聚指标为基础，对深圳社区社会凝聚情况进行实证分析，以
期对我国城市社会质量形成初步了解，为后期政策实践提供有益思考。

二、社会凝聚的解释框架与指标体系说明

出于本土研究和政策实践的考虑，本文参照艾伦·沃克 ( Alan Walker) 社会凝聚的指标体
系，评估深圳社会凝聚状况。在艾伦·沃克的理论中，社会凝聚是由信任、价值规范、社会网络
和身份认同四个维度，一般信任、特殊信任、利他主义、宽容、社会连带、社会网络、国家或地
域认同、人际关系认同八个子项目，十八个指标构成⑨。文章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对具体指标进
行了修正，最终社会凝聚指标体系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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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社会凝聚的衡量指标

项目 子项目 指标

信任

一般信任 对“大多数人是否都值得信任”说法的认同

特殊信任

人际信任: 对于家人、朋友、邻居、陌生人、不同信仰者、外国人、

医生、雇主、老师、记者的信任

制度信任: 对于宗教团体、军队、新闻媒体、公安机关、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立法机关、非营利组织、大公司、教育科研机构、银行、

医疗机构的信任

价值规范

利他主义
是否愿意贡献收入的 10%支持失业者或贫困者的项目

是否可以为公众利益而牺牲个人的自由和快乐

宽容
对于移民、多元化、文化差异的认同

对于他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宽容

社会连带
认为贫困的原因在于个人还是社会

个体通过努力能否达到更高社会或经济地位

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

作为政治的、自愿组织的、慈善组织的或俱乐部的成员

是否得到来自于家庭成员、邻里的帮助

与朋友、同事交往的频率

身份认同
国家或者区域、地

方的认同感

作为一个公民的骄傲感 ( 作为社区成员的认同)

国家或者区域、地方的认同感 ( 对世界成员、亚洲一员、国家一员、

城市一员的认同)

资料来源: Walker，A． ( et al) ，2003，Indicators of Social Quality of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Network，The Euro-

pean Journal of Social Quality，Vol． 5 ( 1＆2) : 19．

三、社会凝聚的分析与测量

( 一) 调查的相关介绍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深圳市民，即在深圳工作或生活一年以上的常住人口。为使调查对象能
够覆盖深圳各个社会阶层，保证研究的科学性，我们采取分层抽样法选取调查对象。第一阶段，

依据产业类型及人口构成等特点，从深圳选取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宝安区和龙岗区等五个
异质性较强的行政区。第二阶段，在五个行政区里，选取典型社区 ( 如老城区、城中村、商品
住宅区、单位社区、保障房社区等) 。最后，依社区居民名单，按照 PPS 法，入户抽样。调查累
计发放问卷 1300 份，回收 1149 份，其中有效问卷 1010 份，有效率为 87. 9%，符合社会调查的
基本要求。

社会凝聚表现为各个群体间的团结与融合，因此，除了描述分析外，文章还利用年龄、收入
和来源地等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和卡方分析，比较不同群体在社会凝聚上的差异。年龄上，文章以
“文化大革命”和 “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将调查对象分为青年组 ( 1978 年之后) 、中年组
( 1966 年 － 1977 年) 和老年组 ( 1965 年之前) 。收入上，调查对象被划分为高中低三个收入组。

高收入组为月薪 4810 元以上，对应于广东省城镇居民最高 20%收入组的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
收入组为 2242 元以下，即低于广东省城镇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中等收入群体位于两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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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来源地上，将调查对象分为农村和城市人口。通过这种划分，样本特征如下: 年龄上，青年
组占 54. 4%，中年组占 29. 3%，老年组占 16. 2%，调查对象中的青年组与全国人口统计数据中
的百分比相似，但老年组比例偏低。收入上，低收入组占 42. 3%，中等收入组占 35. 0%，高收
入组占 22. 7%，可见调查对象的阶层结构呈 “金字塔”型。来源地上，城市人口占 64. 7%，农
村人口占 35. 3%。
( 二) 信任

信任被看作是构成社会凝聚和社会资本的重要元素，与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紧密相关。它能
够通过集体责任和连带关系，减少机会主义和交易成本，促进社会整合发展。正如弗朗西斯·福
山所说，信任是组织和社会高效运行的润滑剂⑩。按照已有研究，信任可以分为: 一般信任和特
殊信任。前者是一种类似福山所说的普遍道德资源，旨在保证社会互动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后
者又可以分为: 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具体讨论如下:

1． 居民一般信任分析
一般信任指的是人们对普通社会成员 ( 即使是陌生人) 的信任感，是考察社会质量的重要

指标。对“您认为大部分人是否值得信任”这一问题的回答中，42. 4%认为大部分人值得信任，
35. 2%认为需要小心防范。其中，“认为大部分人值得信任”的被调查者比例 ( 42. 4% ) ，与林
卡 ( 2010) 等人的调查结果相近 ( 45% ) ，远高于王绍光等在 1998 年的调查结果 ( 30% ) 瑏瑡，但
比英格哈特的调查结果 ( 50% ) 要低瑏瑢。此外，除了收入外，年龄和来源地对社会信任没有显著
影响。方差分析表明: 在不同收入的群体间，表示大部分人 “值得信任”组的月收入均值为
4239. 93 元，表示“需要小心防范”组的月收入均值为 3385. 11 元。可见，居民的收入越高，其
对一般社会成员的信任度也越高。这可能是因为中高收入阶层一般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和对环境
的较强控制感，有能力对互动中的违约行为作出惩戒，保护自身利益。

2． 特殊信任
从信任对象看，特殊信任一般可分为人际信任与制度 ( 机构) 信任。根据卢曼的观点，人

际信任是建立在熟悉度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的基础上，而制度 ( 机构) 信任是建立在契约

规范、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瑏瑣。前者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产生
并存在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 后者主要是对社会生活中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信任，以降

低互动风险，增强行为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
( 1) 居民人际信任分析
首先，我们运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 3 个信任因子，分别命名为 “熟人信任因

子”、“普遍信任因子”和 “职业信任因子”。其中，熟人信任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信
任，包括: 家人、朋友和邻居; 普遍信任因子是测量被调查者对社会一般人群的信任，包括: 陌
生人、不同信仰者及外国人; 职业信任因子是测量居民对各个职业群体的信任，包括: 医生、商
人、雇主、老师和记者。

其次，研究将信任程度分为“完全信任” ( 4 分) 、“一般信任” ( 3 分) 、“不太信任” ( 2

分) 、“完全不信任” ( 1 分) 四个等级，对同一因子中的变量值加总求均值，并进行方差分析。

数据显示: 总体上，被访者对熟人持较高信任度，均值为 3. 45，其次是职业信任。其中，年龄
上，青年组对陌生人和外国人的信任度比其他两组高，均值为 2. 24，而对熟人和职业身份的信
任度均比中老年人低。收入上，高收入者对熟人和一般人群的信任度都比中低收入者高。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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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际信任的方差分析

熟人信任 普遍信任 职业信任

老年组 3. 46 2. 10 2. 82

中年组 3. 50 2. 18 2. 72

青年组 3. 43 2. 24 2. 63

F = 3. 132 Sig. = 0. 044 F = 3. 339 Sig. = 0. 036 F = 8. 013 Sig. = 0. 00

低收入 3. 38 2. 08 2. 65

中等收入 3. 49 2. 27 2. 73

高收入 3. 52 2. 31 2. 68

Total 3. 45 2. 20 2. 69

F = 12. 21 Sig. = 0. 001 F = 12. 94 Sig. = 0. 000 F = 2. 58 Sig. = 0. 076

来源地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没有显著性 ( 见表 2) 。可见，人际信任方面存在明显的代际和阶层差
异，青年人更信赖公共关系，中老年人和高收入者更依赖熟人网络。( 2) 居民制度信任分析
首先，我们运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 3 个信任因子，分别命名为: “公共部门信

任因子”、“营利部门信任因子”和“非营利组织和宗教团体信任因子”。其中，公共部门信任因
子是测量居民对公权力部门的信任度，包括: 军队、新闻媒体、公安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
及立法机关。营利部门信任因子是测量居民对营利组织的信任，包括: 大公司、教育科研机构、
银行及医疗机构。最后，是非营利组织和宗教团体信任因子。
其次，研究将信任程度分为“完全信任”、“一般信任”、“不太信任”、“完全不信任”四个

等级，将同一因子中的变量值加总求均值，然后进行方差分析。数据显示: 总体上，被访者对公
共部门为一般信任，对营利组织、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则表现得不太信任。其中，年龄上，中
老年人对公共部门的信任度比青年高，对非政府组织和宗教慈善团体的信任低于青年人。在收入
上，中低收入阶层对公共部门的信任度高于高收入阶层。在来源地上，农村人口对公共部门和商
业组织的信任度高于城市人口 ( 见表 3) 。可见，在传统官民思想及补缺型福利模式下，老年人、

农村人及低收入人群在城市中，社会支持网络比较单薄，更依赖公共部门提供的社会保护，因此

对其更为信任。
( 三) 增进社会凝聚的价值规范

除了信任之外，价值规范也是培育社会凝聚，提升社会质量的关键要素。利他主义、宽容接
纳和社会契约能够让社会成员意识到彼此间的责任，并通过集体行动和相互合作来提升整体福

利，促进社会发展。
1． 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也是一种互惠行为。强互惠理论认为人类行为可以超越 “自利”动机，为了公平

正义而不惜付出代价，甚至在预期个人成本得不到补偿的情况下依然如此。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保
持稳定、合作与秩序，正是由于互惠行为的存在。
首先，关于“是否愿意贡献出收入的 10%去支持一项帮助失业者或贫困者的项目”这一问

题，调查显示: 总体上，被访者互惠意愿比较差，大部分居民持犹豫的态度。其中，老年组的互
惠意愿比青年组稍强，有 18. 6%的青年人表示不愿意进行捐助; 城市人口强于农村人口，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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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机构或制度信任的方差分析

公共部门信任 商业组织信任 宗教慈善团体信任

老年组 3. 23 2. 94 2. 41

中年组 3. 07 2. 88 2. 53

青年组 2. 89 2. 86 2. 57

F = 22. 655 Sig. = 0. 00 F = 1. 334 Sig. = 0. 264 F = 4. 174 Sig. = 0. 016

低收入 3. 04 2. 89 2. 52

中等收入 3. 00 2. 95 2. 62

高收入 2. 96 2. 85 2. 59

F = 1. 177 Sig. = 0. 309 F = 2. 413 Sig. = 0. 09 F = 2. 56 Sig. = 0. 078

城市 2. 98 2. 87 2. 54

农村 3. 07 2. 95 2. 55

Total 3. 01 2. 90 2. 54

F = 5. 362 Sig. = 0. 021 F = 5. 417 Sig. = 0. 02 F = 3. 782 Sig. = 0. 052

32. 1%的农村人口表示愿意捐助; 中高收入组的利他意愿也强于低收入组 ( 见表 4 ) 。可见，由
于货币递减的边际效用及捐赠所带来的心理满足，中高收入者更倾向于采取互惠行为。而我国传
统文化和现代市民精神中所强调的共同责任和集体意识，也会对老年人和城市人的互惠意愿产生

影响。
表 4 “是否愿意贡献出收入的 10%”的卡方分析

非常乐意 乐意 看情况 不乐意 非常不乐意 总计

老年组 9. 6% 21. 2% 59. 6% 7. 5% 2. 1% 100%

中年组 5. 8% 29. 1% 50. 5% 10. 5% 4. 0% 100%

青年组 8. 4% 28. 6% 44. 4% 14. 1% 4. 5% 100%

Chi. = 16. 917 Sig. = 0. 031

低收入组 8. 0% 21. 8% 55. 2% 11. 4% 3. 7% 100%

中等收入 10. 5% 31. 6% 43. 8% 9. 9% 4. 2% 100%

高收入组 10. 6% 37. 2% 35. 3% 13. 5% 3. 4% 100%

Chi. = 27. 877 Sig. = 0. 000

城市 7. 5% 30. 6% 45. 9% 11. 6% 4. 4% 100%

农村 9. 4% 22. 7% 53. 6% 11. 5% 2. 7% 100%

Chi. = 9. 943 Sig. = 0. 041

其次，关于“是否可以为了公众利益而牺牲个人自由和快乐”这个指标，调查表明: 大部分居
民对此持犹豫的态度。其中，老年人的公共精神强于中青年，42%的老年人认为 “为了公众利
益可以牺牲个人自由和快乐”，而只有 28%的青年人持相同态度; 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更富公共
精神，表示愿意牺牲个人利益的比例分别为 35. 6%和 25. 9%。同时，针对收入的方差分析表明:

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更有公共精神。可见，公共精神在阶层、城乡及代际之间都存在较明显的差

512



距。
2． 宽容
与社会网络和社会契约相反，宽容强调对社会异质性的尊重。按照文化适应理论，宽容和接

纳一样，都强调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员的接纳态度。我们用两个指标来测量: ( 1 ) 社区接纳不同
背景的人; ( 2) 对外来人员态度，包括成为政治领导人、企业主管、参加高考、同等社会保障
待遇。首先，我们对不同背景人群的接纳度加总，求均值，然后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深圳
居民总体接纳度较高，其中青年人对不同人群的接纳度最高，而收入和来源地等变量的影响均不

显著。其次，对外来人员的态度。同意外来人员成为政治领导人、参加高考、成为企业主管及享
受同等社会保障待遇的比例分别为 92. 5%、91. 1%、95. 2%及 85. 9%。综合而言，深圳居民对
外来人员的宽容和接纳度较高。

3． 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是有关权利和责任的共同约定，有赖于社会成员对权威制度和普世价值的承认与尊

崇，并以此维护公平正义和对抗社会分化。作为社会凝聚的价值规范三要素之一，社会契约在培
育集体责任和互惠合作，避免 “搭便车”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用以下两个指标来
测量社会契约。首先，关于贫困的原因，46. 2%的人认为生活困难是由于自己缺乏能力造成的;

而将个人困难归咎于社会制度的也占了 37. 3%。卡方分析表明: 相对城市人口 ( 41. 5% ) 来说，

大部分农村人口 ( 49. 5% ) 认为个人能力是贫困的主因。可见，现阶段能力欠缺依然是造成农
村贫困，影响社会凝聚的主要根源。其次，对于 “一个人通过努力能否达到更高的社会或经济
地位”这一问题，24. 6%的被访者认为 “非常可能”，60. 6%的认为 “有可能”。其中，中间阶
层的态度比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更为积极，认为 “非常可能”的收入均值为 4044. 04 元，

年龄和来源地的影响均不显著。可见，民众对社会流动机制还是比较信任，其中中间阶层对社会
流动的预期最积极，低收入阶层对前途较为迷茫。
( 四) 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可分为: 水平、垂直和交叉网络。水平网络主要由那些自愿加入的、不期望任何实
质收益的非正式组织关系构成。垂直网络是那些带有科层特征的关系网。相对来说，交叉网络一
般建立在日常社会互动的基础上，能够最有效地促进集体利益和社会整合，是社会凝聚和社会建

设的基础。文章利用组织参与、邻里互助及求助网等变量来测量社会网络。

在组织参与方面，文章运用主成分法提取以下 3 个因子: “公共与职业组织参与因子”、“娱
乐活动参与因子”和“宗教活动参与因子”。其中，公共与职业组织参与因子是测量居民对政府
和非政府机构及职业组织的参与度，包括: 工会、政党、职业协会及非政府机构。娱乐组织参与
因子包括对体育娱乐团体及艺术文化团体的参与。文章对同一因子中的变量值加总求均值。总体
上，深圳居民的组织参与能力比较一般，对休闲组织的参与最高，均值为 1. 67 ( 从未参加 1 分、

偶尔参加 2 分、经常参加 3 分) 。其中，在公共与职业组织上，高收入阶层参与频率最高，城市
人比农村人高，老年人比青年人高，在休闲组织和宗教组织上，参与情况类似 ( 见表 5) 。其次，

城市社区邻里互助情况也相对较为一般，其均值为 2. 58。最后，文章分析了居民遇到困难时的
求助对象，结果显示: 居民对亲属朋友、同事等非正式社会网络利用程度较高，但对政府部门、

非营利组织等正式社会网络利用程度较低。总之，现阶段城市社会资本存量不高，网络封闭性较
强，且存在明显的阶层、城乡及代际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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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居民组织参与的方差分析

公共与职业组织参与 休闲组织参与 宗教组织参与

老年组 1. 43 1. 77 1. 15

中年组 1. 33 1. 56 1. 14

青年组 1. 31 1. 70 1. 15

F = 5. 505 Sig. = 0. 004 F = 8. 065 Sig. = 0. 000 F = 0. 079 Sig. = 0. 924

低收入 1. 22 1. 55 1. 13

中等收入 1. 38 1. 77 1. 15

高收入 1. 51 1. 74 1. 16

F = 35. 42 Sig. = 0. 00 F = 15. 914 Sig. = 0. 00 F = 0. 567 Sig. = 0. 567

城市 1. 38 1. 72 1. 14

农村 1. 24 1. 59 1. 16

Total 1. 34 1. 67 1. 15

F = 22. 127 Sig. = 0. 00 F = 11. 702 Sig. = 0. 001 F = 0. 63 Sig. = 0. 428

( 五) 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主要是指对所处社群的心理归属，具体包括: 国民身份认同、城市居民身份认同和
社区居民身份认同。民众对社群的认同感直接与其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及互惠行为相关，只有较
高的社会认同才能产生社会信任，进而产生更多社会参与和互惠合作，增强社会凝聚。由于居民
对国家、城市的认同度比较高，因此本文重点考察社区认同。卡方分析表明: 总体上，城市居民
的社区认同感较强，其中，高收入者比中低收入者认同感强，老年人比中青年人强，城市人口比

农村人口强 ( 见表 6) 。可见，与社会资本一样，城市社区认同也存在明显的代际、阶层及城乡
差异。

表 6 居民社区认同的方差分析

十分认同 认同 不太认同 非常不认同

老年组 28. 6% 62. 3% 9. 1% 0. 0%

中年组 20. 9% 62. 6% 14. 7% 1. 8%

青年组 14. 5% 57. 0% 24. 8% 3. 7%

Chi. = 41. 506 Sig. = 0. 00

低收入 16. 9% 59. 5% 21. 3% 2. 3%

中等收入 15. 7% 60. 5% 21. 9% 1. 9%

高收入 30. 6% 53. 4% 12. 1% 3. 9%

Chi. = 27. 311 Sig. = 0. 00

城市 23. 5% 66. 4% 8. 7% 1. 4%

农村 10. 9% 69. 2% 17. 8% 2. 1%

Chi. = 1. 188 Sig. =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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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论

社会质量是由社会经济安全、社会凝聚、社会融入及社会赋权等构成。社会凝聚又包括信
任、价值规范、接纳、社会网络及身份认同等。通过对社会凝聚的分类考察，能够很好地反映现
阶段我国城市的社会质量。研究表明: 我国城市社会凝聚状况一般，且阶层化特征较为明显，具
体而言:

首先，信任分为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 ( 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 。深圳居民的一般信任处于中
等水平。其中，高收入阶层对一般社会成员的信任度比低收入者高。在人际信任方面，居民对熟
人的信任度较高，对陌生人的信任度较低。其中，相对低收入阶层来说，中高收入阶层对熟人和
一般人群的信任度普遍更高，这可能是由其自身丰富的社会资本，以及对风险的较强承受力和自

我保护能力所决定的。在制度信任上，居民对公共部门信任度较高，对营利部门和宗教团体信任
度较低。其中，老年人、农村人及低收入人群对公共部门的信任度分别比青年人、城市人及富人
高。这可能是由这些弱势人群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他们在城市中，社会支持网络比较单薄，更
依赖公共部门提供的社会保护，因此对其更为信任。

其次，增进社会凝聚的价值规范包括利他主义、宽容和社会契约。在利他主义上，城市居民
的总体意愿较低。其中，中高收入者更倾向于采取利他行为，这主要由货币递减的边际效用及互
惠所带来的心理满足所决定的。同时，由于贫富差距及生活压力的影响，年轻人及低收入阶层的
互惠意愿和公共精神明显低于老年人和高收入阶层。现阶段，我国城市中较低的利他主义可能是
由城市社会网络的封闭性造成的。在陌生人社会中，居民更愿意与熟人交换和分享利益，难以形
成强烈的利他动机，也不利于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凝聚和社会整合。就宽容度来讲，深圳居民对
外来人员接纳度较高，其中青年人对不同人群的接纳度最高。在社会契约上，民众对社会流动机
制比较信任，其中中间阶层对社会流动的预期最积极，低收入阶层对前途较为迷茫。此外，大部
分农村人口认为，能力欠缺仍然是造成农村贫困，影响社会凝聚的主要根源。可见，民众对那些
保证社会公平和避免社会分化的制度较为信任，但其中存在的阶层差异也是值得注意的。

最后，社会网络方面，城市居民对亲戚朋友、同事等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利用程度较高，但
对政府、非营利组织等正式社会网络利用程度较低。同时，在组织参与上，城市居民的参与能力
比较一般。其中，中高收入阶层对公共与职业组织的参与度比低收入者高，城市人比农村人高，

老年人比青年人高，在休闲组织和宗教组织上，参与情况类似。可见，现阶段城市社会资本存量
不高，社会网络结构较为封闭，且存在明显的阶层、城乡及代际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居
民对社会的融入，破坏了广泛的社会信任和社会整合，而且这种影响将会随着贫富分化而不断加

剧。在身份认同方面，深圳居民对国家公民身份的认可度最高。在社区认同上，高收入者比中低
收入者认同感强，老年人比中青年人强，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强。可见，与社会资本一样，城市
社区认同也存在明显的代际、阶层及城乡差异。

总之，当前我国城市社会质量和社会凝聚呈现出的特点是，社会凝聚水平一般，且阶层差

异、城乡差异和代际差异较为明显。在横向上，中高收入阶层和城市人口的社会资本、利他倾向
及社区认同明显高于低收入阶层和农村人口。在纵向上，年轻人的社会资本、社会参与、利他倾
向及社区认同均低于老年人。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深入，贫富分化加剧，城市
社会凝聚问题将会日益凸显。因此，现阶段政府应该努力重塑公信，培育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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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社会参与，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提升社会凝聚和社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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